
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与社会稳定之间
矛盾的化解机制分析

*

———基于人民纵向获得感的诠释

王浦劬 季程远

内容提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现代化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与此同时，发展中不平

衡不充分的问题也逐渐显现，但是，我国社会和政治秩序保持了持续稳定。我国现代化

发展中经济与社会政治之间的这种特殊关系状况，无疑是对西方传统发展理论的巨大

冲击，究其原因，根本在于执政党坚持和贯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于党和

政府的战略方略和多方面重大有效举措。在发展实践中，党和国家的这些根本原则、战
略方针和实际举措，是通过多方面机制发挥作用并产生效应的。本文从公民主观感知

机制出发，以人民“获得感”为矢量，反思解构传统理论的客观不平等—相对剥夺感—
社会不稳定的逻辑，建构客观不平等—人民获得感—社会稳定的分析逻辑。在此基础

上，文章基于全国概率抽样调查数据发现，中国公众的社会稳定感知实际上并不取决于

传统理论所谓的社会比较维度产生的剥夺感，而更多地取决于时间比较维度上产生的

“纵向获得感”。基于广义倾向值匹配的因果推断方法，笔者确认，时间比较维度上人

民的“纵向获得感”的提高，总体上可以促进社会比较维度上人民的“横向获得感”和社

会稳定感知的相应提高。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从人民利益和政治主观感知角度出发，

揭示了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背景下社会持续稳定的机制。
关键词: 横向获得感 纵向获得感 不平等 社会稳定 广义倾向值匹配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几十年奋斗，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历史性

成就。与此同时，应该看到，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特别是城乡区域

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为此，党的十九大报告鲜明提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通过进一步改革开放，逐步

消除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不充分不平衡问题，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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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
基于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现象，西方学者一度竭力鼓吹“中国崩溃论”，甚

至预言中国经济发展不平等现象将引发“社会火山”①②。然而，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和经济发展

不断稳中求进的过程中，我国的社会和政治持续保持着总体稳定; 与此同时，我国发展不平衡不

充分背景下的经济差距与社会政治稳定的关系也相当令人注目。如果说中国的经济社会持续高

速发展在世界现代化历史上形成了“中国奇迹”，那么，在发展不平衡和收入差异凸显的社会背

景下持续保持社会政治稳定和秩序，则不啻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中国之谜”。显然，深入分析和

发现持续化解我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经济差距与社会政治稳定之间紧张关系的有效机制，无论

对于深刻解析中国发展与治理互动的“中国之谜”，还是对于我们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与治理模式，都具有重要意义。
面对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与社会政治稳定的“中国之谜”，海外学者也一改所谓“中国崩溃论”的

观点，努力从不同的视角和途径出发，对中国在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背景下保持社会政治持续稳

定这一现象展开归因分析和机制探讨，并且取得了初步成果。在此基础上，本文另辟蹊径，着力从

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公民的主观认知和社会心态出发，求证持续化解经济不平等与社会政治稳定之

间张力的机制。
基于这一思路，本文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采用 2004 ～ 2014 年三次全国抽样调查数据和实证

研究方法，从人民获得感的角度，揭示中国社会政治持续稳定有序的机制和机理，以解释经济社会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背景下的转型社会政治持续稳定有序的“中国之谜”。

二、既有文献分析与假设

在政治学研究中，关于经济社会发展不平等不平衡的政治效应，西方学者多集中于讨论这种不

平等不平衡与所谓民主转型的关系。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西方学者试图突破现代化理论家李普塞

特③的研究，转而用财富分配取代经济增长，探讨不平等不平衡与所谓西式民主转型的关系，被称为

民主转型的“再分配主义理论”④。这一理论学派认为，最重要的社会差别是贫富之别，富人建立并

维持独裁统治，是为了保护他们的财产，而相对贫穷的中间选民，则倾向于高税率，以促成财富再分

配。⑤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孙指出，政治和经济精英为了避免社会不稳定乃至革命，往往会被迫妥协，

这是 19 世纪西方国家扩大公民选举权的主因。⑥ 鲍什认为，社会经济不平等不平衡与民主转型之

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社会经济不平等不平衡程度越高，民主化转型往往越困难⑦，民主化带来的竞

争性选举会使得中间选民的偏好合法地变成国家意志，而由于中间选民大多是不甚富裕的大众，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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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大大多于占据多数财富的精英，所以，精英非常恐惧实施民主后的再分配。① 但是，阿西莫格

鲁和罗宾孙认为，不平等不平衡与民主转型之间的关系可能是倒 U 型关系: 发展平等和平衡的

国家通常不会发生西式民主转型，而一个国家的不平等不平衡处在中等水平时，往往更可能引发

西式民主化，因为这时政治经济精英的管制成本很高，而通过选举民主实现再分配，其社会成本

和精英损失则较少，所以，这些精英往往愿意与大众达成妥协与和解。② 哈格德和考夫曼却发

现，在第三波民主转型国家中，不少推进西式民主转型的国家，不平等不平衡的程度反而很高。
他们分析认为，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财富精英之所以支持甚至推动西式民主，主要为了保护自

己的私有财产不被政府侵占。③

总体来看，这些学者一般认为，社会精英和大众对于经济不平等不平衡往往秉持不同的态

度，具有不同的反应; 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同阶层对于财富再分配权力的争夺，会引发社

会和政治不稳定，使得社会剧烈动荡而逐步向西式民主转型。同时，他们认为，不平等不平衡会

催生大众的怨恨与挫败，④进而会使得在既有经济政治体制中失意的大众竭力谋求改变体制，以

摆脱现状，而政治精英妥协与否，只能决定国家趋向改革还是革命，并不能使国家避免和摆脱政

治动荡。为此，这些学者普遍认为，转型社会发展中产生的不平等不平衡，无论程度如何，都会产

生社会阶层分化和冲突，导致政治动荡和不稳定，而不平等不平衡程度较高的国家，社会矛盾呈

现正相关增长，由此必然引发社会不稳定和动荡。
但是，在我国的改革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和居民收入差距并没有严

重影响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持续保持高度的社会稳定，这种现象

的原因何在?

围绕这一“中国之谜”，近年来，很多学者与所谓“中国崩溃论”鼓吹者的观点不同，面对中国

经济发展与社会政治稳定的现实，展开了思考和诠释。尝试回答这一问题的学者们认为，这里的

关键在于考察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大众各自的反应及其策略选择。也就是说，面对经济社会不平

等不平衡，国家和政治精英如何应对? 社会普通大众又如何应对?

就国家和政治精英而言，既有研究认为，关键在于他们如何应对民众的不满和体制外的新兴

财富阶层。学者阎小骏比较系统地考察了中国政府应对社会矛盾的举措。他指出，政权吸纳和

预防式管控，是中国社会稳定的关键性措施。所谓政权吸纳，就是政府对于新社会阶层加以吸

纳，典型的制度设置包括人民政协制度、统一战线制度和基层民主参与式治理机制; 所谓预防式

管控，则集中体现为基层社会建立全面管理和防控体系。⑤

另有学者则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新的利益群体会影响社会稳定，所以，关键在于

国家和精英应对这些利益群体的机制。其中有学者认为，所谓中产阶级是民主转型的主力，学者

摩尔指出:“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民主”⑥。而对新兴中产阶级和财富精英加以体制性吸纳，是

中国保持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成功秘诀。另有学者则认为，这种看法把新兴企业家当成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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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动力，实际上失之片面，因为它把所有新兴企业家看成利益一致并且是天然支持民主的，同时

也忽视了政治精英的作用和政权的适应性。① 学者狄忠蒲论述政权吸纳时则进一步指出，中国

执政党和政府使得新兴企业家清醒地认识到，避免与政府发生冲突是取得商业利益的关键，他的

调研表明，这些新兴企业家实际上并不支持西方民主价值观，他们不仅是中国当前政治体制的坚

定支持者，而且主动靠近政府以形成特定政商关系。②

就社会和大众而言，既有研究认为，解释中国社会稳定问题的关键在于，人民如何感知和认

知发展不平等不平衡，并且由此会选择什么样的行动策略。首先，人民群众如何感知不平等不平

衡? 客观与主观之间原本就存在着距离，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感知是有限度的，常常会受到诸多因

素制约。这里的关键在于，中国的不平等不平衡更多的是群体间的不平等，城市与农村、沿海与

内地、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差别，远远比群体内差别大。③ 但是，这种结构性的差别与个人的感知

是不同的，一般来说，人们获取的群体外的信息较少，其不平等感知往往基于其所属群体内部的

信息，这常常导致人们对客观不平等的主观感知存在偏差。其次，人民面对所感知的不平等不平

衡采取何种策略? 对此，学者一般采用相对剥夺感④这一中介变量来建构不平等不平衡与社会

政治稳定之间的关联性，通常体现为客观不平等—主观相对剥夺感—社会抗议和社会不稳定。
这里所谓“相对剥夺感”，是当个人将自己的状况与其参照群体中的他人相比较并发现自己处于

劣势时，觉得自己遭受了剥夺的感知。基于比较维度的差异，相对剥夺感常常被类分为“纵向剥

夺感”与“横向剥夺感”分析路径。“横向剥夺感”分析路径以社会比较理论 ( social comparison
theory) 为⑤基础，参照对象是社会生活中的其他个人或群体，而“纵向剥夺感”分析路径则建基于

时间比较理论( temporal comparison theory) ⑥，参照对象是特定个人在不同时间节点上的状态。
学者戈尔比较完整地阐述了相对剥夺感与社会冲突和社会动荡的关系，基于个人能力和期望的

关系，他 提 出 了 递 减 型 相 对 剥 夺 感 ( decremental relative deprivation ) 、欲 望 型 相 对 剥 夺 感

( aspirational relative deprivation) 和发展型剥夺感( progressive relative deprivation) 等三种剥夺感，

三种剥夺感都会引发人们的“反叛”⑦。最后，人民群众如何归因发展不平等不平衡并采取何种

策略? 或者换言之，人民群众对于被剥夺感及其原因如何认知并如何反应? 有学者从宏观意义

上指出，应该把居民收入不均的扩大放到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大环境下予以考察，中国公众的收

入和福利在短期内已经得到巨大提高⑧，这种高速增长和巨大提高，使所谓被剥夺感并没有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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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心理上留下深刻烙印。在微观和实证意义上，代表性学者如哈佛大学教授怀默霆 ( Martin
Whyte) 认为，中国民众常常将不平等归因于个人因素而非结构因素，人们可以接受这种不平

衡。① 他基于调查数据分析指出，中国的特别之处在于，虽然民众知道中国经济社会不平等不平

衡程度较高( 71. 7%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的收入差距大) ，但是，他们一般把弱势的原因归结于缺

乏能力( 认为能力对于造成穷人贫困有很大作用的比例为 61. 3% ) 、自身学历( 54. 4% ) 和自身努

力( 54% ) 等个人因素，而非制度性因素。②他指出，中国公众认为，当前的制度结构不存在不公

平，这种结构不会阻碍普通民众走向成功。③这就是说，中国公众知道个体间不平等和发展不平

衡的存在，他们之所以可以接受这种状况，是因为他们更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经济发展和转型会

给予他们摆脱贫困和弱势的机会。同时，怀默霆调研发现，中国公众相信，经济社会不平等不平

衡是暂时的，中国根本和基本制度提供的机会平等，是人民群众信任党和政府的重要原因。此

外，福山指出，公众对待不平等的态度，取决于个人对所处社会类型的信赖程度，如果一个社会的

结构或制度阻碍个人谋求成功，公众就会谋求变革，否则，公众就会支持现政府。④ 因而，关键的

因素是人民在经济发展和转型中是否获得了改善境遇的机会，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他们就

不会选择政治抗议和行动。
综上所述，尝试诠释“中国之谜”的学者，把目光投向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大众对于经济社会

发展不平等不平衡的各自反应及其策略选择，在采用不同视角对于不同主体的反应及其应对策

略进行的调查和分析方面，这些研究虽然不无一定的启发性，但是并没有充分准确关注人民的实

际感知及其政治效应。
分析既有成果可知，因袭西式民主转型思维的学者遵循的实际上还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平等

不平衡与西式民主的线性关系逻辑，着力分析社会不平等不平衡与经济政治精英的对策，忽略了

人民群众对不平等不平衡的感知及其反应。而研究中国经济状况与社会政治稳定之间关系的学

者，虽然宏观上关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以及居民收入和福利巨大提高的政治效应，微观上注意到国

家与社会、政府与大众对于不平等不平衡现象的各自反应及其策略选择，但是，这些研究尚未从人

民大众利益的实现状况及其主观感知出发，来诠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政治效应。或者换言之，学

界一定程度上还没有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尚未从中国人民的“获得感”出发，对于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不平等不平衡现象与社会持续稳定之间的关系做出深刻准确的辩证解释。
显然，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发展过程中，在区域发展和收入差距凸显的社会背景下，我

国能够持续保持社会稳定有序，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执政党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

持，党和政府治国理政战略和政策方针的科学性合理性，社会风险预警和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的不

断完善和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而执政党立足于人民立场，着眼于人民政治的根基，始终不

断满足人民利益需求，更是解释中国经济社会与政治互动独特谜底的重要面向。如同党的十九

大报告中指出的那样，党领导人民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重要途径，就是

“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

社会公平正义，使人民获得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⑤。这就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的科学思维，秉持“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以人民的“获得感”为核心范畴，深刻揭示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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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经济社会发展与社会持续稳定之间的关系，清楚阐明了经济社会发展不充分不平衡背景下，我

国社会持续稳定有序的根本原因在于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切身利益不断得到实现，由此为我们诠

释“中国之谜”提供了权威性答案。因此，相对于西方学者分析经济社会发展不平等不平衡现象

的“相对剥夺感”概念和工具，人民“获得感”范畴是分析和解释“中国之谜”的关键变量。
借鉴社会比较理论①和时间比较理论②，人民“获得感”可以区分为“纵向获得感”和“横向获

得感”，两者共同构成每个人的“总体获得感”。其中，“横向获得感”作为正向空间比较矢量，反

映个人与他人对比而产生的“获得感”，“纵向获得感”则是个人对比自身之前状况和对未来预期

而形成的正向“获得感”。③ 将纵向获得感引入客观不平等—相对剥夺感—社会不稳定的框架，

对于社会不稳定和相对剥夺感的理解将更加贴近中国的实际，因为快速现代化进程使得纵向获

得感的变化成为无法忽略的存在。这就增加了两组关系，首先是纵向获得感与横向获得感( 传

统理解的相对剥夺感) 的关系，其次是纵向获得感与社会稳定的关系。
就纵向获得感与横向获得感的关系而言，公众的社会比较和时间比较总是相伴而生的，但在

中国的情境中，稳定的纵向获得感 ＞ 总体获得感 ＞ 横向获得感的获得感分布模式④以及高速经

济增长的现实指明，如果时间比较产生的获得感变化更为显著，就将在心理层面成为一个更为主

导的因素，可能因此而产生对社会比较的横向获得感的显著改善。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1: 人民

“纵向获得感”对“横向剥夺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就纵向获得感与社会稳定的关系而言，本文将社会稳定具象处理为社会稳定的意识和行为。

显然，社会冲突性的行为来源于其意识，而纵向获得感很有可能在改善公众社会稳定预期方面存在

积极意义。经济发展的成果、持续再分配的改革成果作用于微观个体，直接体现于公众生活水平的

改善，来自于公众由此产生的主观纵向获得感。戴维斯的革命 J 曲线理论指出，革命最有可能发生

在长期经济增长之后短暂的急剧下跌过程中⑤，戈尔的 3 种相对剥夺感划分⑥都暗示了时间比较

维度的相对剥夺感对于社会稳定不可忽视的价值，这种纵向获得感提供的稳定向好预期是社会稳

定的心理基础。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2: 人民“纵向获得感”对社会稳定感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三、实证研究

( 一) 数据

本文的研究数据来源于 2004、2009、2014 年的全国公民价值观调查。该调查由哈佛大学怀

默霆教授和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合作进行。调查采用分层、多阶段、概率与人口规模成比

例的抽样方法抽取全国概率样本，并基于 GPS 辅助区域抽样⑦解决流动人口覆盖的问题，2004
年完成全国概率样本 3267 个，2009 年完成 2967 个，2014 年完成 2507 个。

( 二) 变量选择

本文涉及诸多变量，首先是社会稳定感知，这是本研究最终关心的因变量，调查询问了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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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目前的贫富差别对社会安定有威胁”这一表述的同意程度，选项 1 ～ 5 表示“非常同意”“比

较同意”“中立”“不太同意”“非常不同意”，值越大表明公民越认同当前社会受到不平等的威胁

较小，社会稳定程度越高。
其次是不平等，本文使用了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的不平等变量。客观不平等方面，问卷中对

受访者家庭拥有的生活耐用品种类的记录，2004 年包括“汽车、冰箱、彩电、照相机、电话或手机

和洗衣机”7 种，2009 年包括“汽车、冰箱、彩电、电脑、照相机、电话或小灵通、手机、洗衣机、饮水

机、钢琴、摄像机”11 种，2014 年包括“汽车、冰箱、彩电、台式电脑、照相机、电话、智能手机、洗衣

机、饮水机、钢琴、摄像机、平板电脑”12 种，选项分为有和无，编码为 1 和 0。本文首先使用二分

变量的项目反应理论( item response theory，IＲT) 中的双参数模型①，提取公众的家庭财产状况，然

后以此为基础在初级抽样单位层面进行基尼系数的计算。② 我们将该变量命名为财产基尼系数

( 除房产) ( 以下简称财产基尼系数) ，值越大，表明受访者所在地的客观不平等程度越高。本文

没有使用更广泛使用的收入基尼系数，原因在于 3 次调查询问方式改变过大，使得口径不一，且

收入变量的缺失值在 2014 年的调查甚至高达 36. 6%。关于主观不平等，问卷询问受访者“您认

为目前国内人们收入上的差距如何?”，选项从 1 ～ 5 表示“太大了”“有些大”“正合适”“有些小”
“太小”。本文将顺序颠倒，形成宏观不平等感知变量，值越大，表明公众感知到的不平等越严

重。
关于纵向获得感，调查询问了公众两个问题: ①“您认为您目前的家庭经济状况，与五年前

相比，是好了很多、好了一些、没变化、差了一些，还是差了很多”，选项从 1 ～ 5 分别是“好了很

多”“好了一些”“没变化”“差了一些”“差了很多”;②“想想五年后，您估计那时候您的家庭经济

状况会比现在好很多、好一些、没变化、差一些，还是差很多”，选项从 1 ～ 5 分别是“好很多”“好

一些”“没变化”“差一些”“差很多”。我们使用以因子为基础的测度法提取纵向获得感变量，信

度系数为 0. 661。纵向获得感值越大，表明公众时间比较维度产生的获得感越高。
关于横向获得感，调查询问公众的问题是，“与您的亲戚们 ( 教育程度一样的同学们、同事

们、邻居 /村里人、本省 /市人、全国人) 的平均生活水平相比，您觉得自己的生活水平是好很多、
好一些、差不多、差一些，还是差很多”，选项从 1 ～ 5 分别是“好很多”“好一些”“差不多”“差一

些”“差很多”。本研究使用了项目反应理论中的等级反应模型提取“横向获得感”，信度系数为

0. 844。横向获得感值越大，表明公众社会比较维度产生的获得感越高，换句话说，就是狭义的相

对剥夺感程度越低。
控制变量包括受访者的人口学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民族、居住地、户口类型、

党员身份、财产状况、婚姻状况、体制内工作。性别 1 表示男性，民族 1 表示汉族，0 为少数民族，

居住地 1 表示城市，0 表示农村，户口类型 1 表示农业户口，党员身份 1 表示受访者是党员，婚姻

状况 1 表示结过婚( 包括离异、丧偶、分居等情形) ，体制内工作表示工作单位性质为“党政机关”
“国有企业”“国有事业单位”。

本文在 3 个年度数据合并后，对社会稳定感知、纵向获得感、横向获得感、宏观不平等感知、
财产状况进行归一化处理转化为 0 ～ 1 的值。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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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描述性统计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因变量

社会稳定感知 7224 0. 362 0. 252 0 1

自变量

纵向获得感 8714 0. 714 0. 169 0 1

横向获得感 8741 0. 417 0. 139 0 1

财产基尼系数 8741 0. 171 0. 041 0. 063 0. 292

宏观不平等感知 7806 0. 794 0. 201 0 1

控制变量

男性 8741 0. 501 0. 500 0 1

年龄 8741 42. 974 13. 753 17 73

受教育年限 8683 8. 124 4. 629 0 22

民族 8691 0. 905 0. 294 0 1

居住地 8741 0. 485 0. 500 0 1

农业户口 8705 0. 609 0. 488 0 1

党员 8659 0. 083 0. 276 0 1

财产概况 8741 0. 482 0. 193 0 1

已婚 8698 0. 854 0. 353 0 1

体制内 8611 0. 102 0. 302 0 1

四、实证结果

( 一) 缺失的时间比较维度

图 1 汇总了 2004 年、2009 年和 2014 年社会稳定感知、宏观不平等感知、财产基尼系数和

“获得感”的变化，柱状图上方添加了 90% 的置信区间。总体上来看，公众较为赞同当前的经济

不平等对于社会稳定存在威胁，“非常同意”“比较同意”的受访者占比 2004 年、2009 年和 2014
年分别为 62. 8%、61. 3%和 62. 7%，选项转化为 0 ～ 1 的分值后，均值在 0. 36 左右。这显示当前

公众普遍对经济不平等的威胁有着明确的认知。在宏观不平等感知上，认同“太大”和“有些大”
的受访者占比 2004 年、2009 年和 2014 年分别为 80. 6%、87. 2%和 88. 5%，转化后均值在 0. 8 左

右，保持稳定。显然，与之前研究的猜想相反①，公众能够感受到不平等，不但不是低估，甚至可

能高估了社会的不平等程度。因而，实际上，对于不平等及其威胁，公众有着明确的态度，他们承

认当前社会的普遍不平等状态，并认同这种状态对社会稳定是潜在威胁。财产基尼系数( 除房

产) 在 10 年间有了小幅下降，从 0. 229 降低到 0. 208，反映公众家庭耐用品方面的不平等程度实

际上比较小，在收入缺失较为严重，难以可靠估计收入基尼系数的情况下，仍然是一个可用的参

考变量。
人民的“横向获得感”在 10 年间有一定的提高，均值从 0. 413 提高到 0. 442，幅度较小，与

宏观不平等感知、社会稳定感知的稳定状态一致。但是人民的“纵向获得感”在 10 年间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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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的提高，均值从 2004 年的 0. 689 提高到 2009 年的 0. 733，再提高到 2014 年的 0. 764。
这在不平等—相对剥夺感—社会不稳定的框架中，是一个重要的变化，也将扮演重要角色。

图 1 2004 年、2009 年和 2014 年主要变量的变化

我们建立不平等与社会稳定的关系，方程如下:

Social stability = α + β * Ｒelative deprivation + γ * Gini + ∑δ* X + 

其中，因变量为社会稳定感知，本节关心的自变量为相对剥夺感因素和不平等因素，X 为一组控

制变量，β、γ 和 δ 为相应的未知系数， 为残差项。其中，相对剥夺感因素为横向获得感和纵向获

得感，不平等因素包括财产基尼系数和宏观不平等感知。模型结果见表 2。
表 2 汇总的模型中，模型 1 仅放入控制变量，结果显示受教育年限更少、农业户籍的公众、党

员会有更高的社会稳定意识。模型 2 加入客观的不平等因素，但是与预期并不一致的是，客观的

财产不平等状况并未影响到社会稳定意识。因而模型 3 将不平等因素改为主观的宏观不平等感

知变量，结果显示公众对当前社会不平等的严重性感知越强烈，也越认可不平等与社会稳定存在

威胁。这种客观变量并不产生显著影响而主观变量息息相关的状态在公共舆论( public opinion)

研究中较为常见。模型 4 开始放入相对剥夺感因素，首先是横向获得感，即一般认为和相对剥夺

感一致内涵的变量，模型结果显示，横向获得感对于社会稳定意识居然不存在显著影响，这证明

在中国语境，对理论框架不平等—相对剥夺感—社会不稳定的认识还存在偏差。模型 5 加入相

对剥夺感的时间比较维度———纵向获得感，结果显示纵向获得感能够显著提高公众的社会稳定

感知。
表 2 的结果表明，对相对剥夺感的完整理解，对于理解不平等和社会稳定之间的复杂关系

具有关键意义。表 2 表明纵向获得感会提高社会稳定意识，在不平等—相对剥夺感—社会稳

定的框架内，纵向获得感可能通过两种方式提高了社会稳定意识，一种是改善公众的横向获得

感，一种是直接提高公众的社会稳定意识。图 2 是 3 次调查县级层面的纵向获得感与横向获

得感和社会稳定感知的散点图，并添加了线性拟合曲线。拟合曲线的结果表明，除了 2014 年

纵向获得感与社会稳定感知的关系并不符合预期，纵向获得感越高的县市，其横向获得感和社

会稳定感知也总体更高。以下对两组关系进行进一步更加精细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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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平等、获得感与社会稳定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 1) ( 2) ( 3) ( 4) ( 5) ( 6)

控制变量

男性
0. 000 0. 001 － 0. 003 － 0. 003 － 0. 003 － 0. 002

( 0. 010) ( 0. 010) ( 0. 010) ( 0. 010) ( 0. 010) ( 0. 010)

年龄
－ 0. 005* － 0. 005＊＊ － 0. 003 － 0. 003 － 0. 002 － 0. 003

( 0. 002) ( 0. 002) ( 0. 002) ( 0. 002) ( 0. 002) ( 0. 002)

年龄的平方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 0. 000) ( 0. 000) ( 0. 000) ( 0. 000) ( 0. 000) ( 0. 000)

受教育年限
－ 0. 005＊＊＊ － 0. 005＊＊＊ － 0. 003* － 0. 003* － 0. 003* － 0. 003＊＊

( 0. 001) ( 0. 001) ( 0. 001) ( 0. 001) ( 0. 001) ( 0. 001)

汉族
－ 0. 009 － 0. 007 － 0. 004 － 0. 004 － 0. 003 － 0. 002

( 0. 016) ( 0. 016) ( 0. 017) ( 0. 017) ( 0. 017) ( 0. 017)

居住地
－ 0. 016 － 0. 019 － 0. 014 － 0. 014 － 0. 012 － 0. 015

( 0. 013) ( 0. 012) ( 0. 014) ( 0. 014) ( 0. 014) ( 0. 014)

农业户籍
0. 041＊＊＊ 0. 041＊＊＊ 0. 041＊＊＊ 0. 042＊＊＊ 0. 040＊＊＊ 0. 040＊＊＊

( 0. 014) ( 0. 013) ( 0. 012) ( 0. 013) ( 0. 013) ( 0. 013)

党员
0. 030* 0. 032* 0. 034* 0. 034* 0. 032* 0. 034*

( 0. 017) ( 0. 018) ( 0. 019) ( 0. 019) ( 0. 018) ( 0. 018)

家庭财产状况
0. 016 0. 006 － 0. 006 0. 003 － 0. 002 － 0. 010

( 0. 042) ( 0. 042) ( 0. 044) ( 0. 053) ( 0. 053) ( 0. 054)

已婚
0. 014 0. 015 0. 011 0. 011 0. 008 0. 009

( 0. 022) ( 0. 022) ( 0. 018) ( 0. 018) ( 0. 018) ( 0. 018)

体制内
－ 0. 005 － 0. 003 0. 000 0. 001 0. 002 0. 004

( 0. 018) ( 0. 018) ( 0. 018) ( 0. 018) ( 0. 018) ( 0. 018)

调查年( 2009)
0. 009 0. 008 0. 003 0. 003 － 0. 000 － 0. 001

( 0. 018) ( 0. 017) ( 0. 019) ( 0. 019) ( 0. 019) ( 0. 018)

调查年( 2014)
0. 010 0. 015 0. 013 0. 013 0. 008 0. 013

( 0. 016) ( 0. 017) ( 0. 015) ( 0. 015) ( 0. 015) ( 0. 016)

自变量

不平等因素

财产基尼系数
－ 0. 270 － 0. 248

( 0. 185) ( 0. 187)

宏观不平等感知
－ 0. 206＊＊＊ － 0. 209＊＊＊ － 0. 207＊＊＊ － 0. 205＊＊＊

( 0. 035) ( 0. 033) ( 0. 034) ( 0. 034)

相对剥夺感因素

横向获得感
－ 0. 031 － 0. 060 － 0. 061

( 0. 060) ( 0. 057) ( 0. 056)

纵向获得感
0. 085＊＊＊ 0. 084＊＊＊

( 0. 025) ( 0. 025)

常数项
0. 446＊＊＊ 0. 503＊＊＊ 0. 561＊＊＊ 0. 571＊＊＊ 0. 517＊＊＊ 0. 568＊＊＊

( 0. 051) ( 0. 065) ( 0. 061) ( 0. 058) ( 0. 058) ( 0. 067)

样本量 6927 6927 6496 6496 6490 6490

调整 Ｒ2 0. 025 0. 026 0. 049 0. 049 0. 052 0. 053

注: * p ＜ 0. 1，＊＊p ＜ 0. 05，＊＊＊p ＜ 0. 01。模型结果为复杂抽样权重估计结果。

·27·

政治学研究 2019 年第 1 期



图 2 不同调查年县市层面纵向获得感与横向获得感和社会稳定感知的关系

( 二) 纵向获得感对横向获得感的干预效应

时间维度的获得感能否改善人民本身对于“相对剥夺感”的认识? 常规方法是以时间维度的

纵向获得感为自变量、横向获得感为因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但是这往往成为天真估计( native
estimate) ，无法进行有效的因果识别( casual identification) 。如何应对这一问题是最近十多年量化

社会科学研究者尤其关注的议题。在实验研究中，研究者主要采用随机化方式控制原因的分配，进

而观察实验组和控制组的结果差异，最终获得因果效应。但是，在基于调查数据的观察性研究

( observational study) ①中，研究者往往无法做到这种随机分配，而仅能获取原因和结果的一组观察。
比如，研究是否上大学与收入的因果关系时，黄金标准是比较一个人是否读过大学的收入差异。但

在真实社会中，一个人的状态或是读过大学，或是相反，根本不存在这种比较的可能性。以倾向值

匹配(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为代表的匹配法是应对这一困境而进行因果推断( casual inference)

的有效方法。该方法引入了反事实框架( counterfactual framework) ②，其思路好似实验一般，比较尽

可能相似而只在原因变量上存在差异的两个群体，以获得平均因果效应(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
这里的尽可能相似，指的是其他可能影响结果的混淆变量分布上不存在统计上的显著差异。倾向

值匹配法多用于干预( 原因) 变量为二分变量的情形，本研究的原因变量为纵向获得感，是一个连续

型变量，因而采用广义倾向值匹配( generalized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法③。
为此，本研究将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居住地、户籍、党员、财产概况、婚姻状况、是否体制

内工作等作为广义倾向值估算共变量。根据 3 个年度的调查数据分析，利用广义倾向值调整后

的共变量分布，均可顺利通过平衡检验，最终，估算的响应函数和边际变化曲线见图 3。
图 3 左侧为响应函数曲线，描绘了不同的“纵向获得感”水平对应的“横向获得感”平均潜在

结果，右侧为响应函数的边际变化，即干预效应，对应纵向获得感增加 0. 1 分横向获得感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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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人民纵向获得感对横向获得感的响应函数和干预效应图

值。图 3 不同图形代表不同调查年的估计，方形表示 2004 年，圆形表示 2009 年，三角形表示

2014 年。右侧每个调查年均有 3 组图形，从上到下依次表示 90% 置信区间上界、干预效应估计

值( 直线连接) 和 90%置信区间下界。当 90% 置信区间在 0 参考线的两侧时，表示在 10% 的显

著性水平不显著，在同一侧则为显著。
结果表明，首先，从左侧响应函数曲线看，随着“纵向获得感”的提高，人民的“横向获得感”

也得到了相应的单调增长，且 3 个调查年曲线变化较为一致，从右侧干预效应来看，2004 年的和

2009 年的干预效应曲线下界总体在 0 的上方，表明干预效应显著为正，2014 年干预效应曲线在

纵向获得感处于 0. 4 附近或大于 0. 8 时，其置信区间下界在 0 下方，其他纵向获得感对应的部分

则显著为正，因而，总体上，纵向获得感的提高，促进了公众横向获得感的提高，假设 1 得到验证。
其次，在纵向获得感处于较低水平( ＜ 0. 4) 时( 实际人群比例较低，2004 年有 8. 8%，2009 年和

2014 年分别下降到 3. 0%和 2. 0% ) ，公众的横向获得感稳步提高，但是纵向获得感的促进作用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缓慢下降。最后，在纵向获得感处于中间水平( 0. 4 ～ 0. 8 之间) 时( 受访者比

例 2004 年、2009 年和 2014 年分别为 76. 0%、79. 9%和 72. 8% ) ，纵向获得感对于横向获得感的

正面作用是最高的，左侧响应函数曲线斜率最高，而右侧干预效应曲线则跨越了最高点。
( 三) 纵向获得感对社会稳定感知的干预效应

纵向获得感对社会稳定感知的干预效应我们同样采用广义倾向值匹配法，共变量仍然为性

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居住地、户籍、党员、财产概况、婚姻状况、是否体制内工作。虽然社会稳定

感知的测量问题是一个包括 5 个选项的有序多分类问题，但现有广义倾向值匹配对有序多分类

因变量的情形在解释上较为复杂，本研究将社会稳定感知作为二分变量处理。选项“非常同意”
和“比较同意”编码为 0，其余选项编码为 1。我们依次对 3 个调查年进行广义倾向值估计，各年

均可顺利通过平衡检验，估算的响应函数和边际变化见图 4。
图 4 的解读与图 3 类似，左侧为响应函数曲线，描绘了不同的“纵向获得感”水平对应的社

会稳定感知概率期望，右侧为响应函数的边际变化，对应纵向获得感增加 0. 1 分社会稳定感知的

变化值。
结果表明，首先，左侧响应曲线显示，纵向获得感提高，个人的社会稳定感知也在相应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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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人民纵向获得感与社会稳定感知的响应函数和干预效应图

右侧干预效应曲线 2009 年和 2014 年均显著为正，2004 年置信区下界也非常接近于 0，因而可以

认为，总体上，纵向获得感的提高促进了社会稳定感知的提高，假设 2 总体得到验证。其次，右侧

的干预效应中，2004 年( 最下方方框直线) 、2009 年( 中间圆圈直线) 、2014 年( 上方三角形直线)

依次提高，显示了近年来，纵向获得感在改善公众的社会稳定感知方面，正在发挥更加重要的作

用。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以人民的“获得感”为基本视角，分析了我国在经济社

会发展不平等不平衡背景下保持社会政治持续稳定的根本原因，诠释了经济发展特定失衡背景

下社会政治秩序持续稳定的“中国之谜”的内在机制，指出化解经济发展形成的不平衡不平等与

社会矛盾的核心机制就在于人民群众的利益实现。事实上，正是人民“获得感”的持续提高，增

强了人民群众的社会稳定意识，化解了经济社会发展不平等不平衡带来的社会政治紧张，强化了

中国政治的社会基础和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政治心理基础，进而保持了中国社会持续稳定和有序。
本研究建基于人民“获得感”范畴，基于 3 次全国调查，利用广义倾向值匹配法，具体剖析了

客观不平等—相对剥夺感—社会不稳定这一逻辑链，进而指出了我国人民纵向获得感对于传统

简单的西式线性逻辑思维的颠覆性意义: 首先，人民纵向获得感的提高带来横向获得感的相应提

高，由此显示时间维度上人民福利的大幅度改善，可以平抑横向空间维度上某些不平等不平衡而

产生的“相对剥夺感”。其次，人民纵向获得感可以提高社会稳定意识。最后，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是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社会现代化发展中经济不平衡不平等与社会政治稳定之间矛盾关系的有

效化解机制。
以上发现，确认了政治学研究中常常被相对剥夺感研究主流学者忽略的时间比较维度的政

治心理研究价值。人们处于静态时点时，往往会被客观不平等不平衡影响，进而产生相对剥夺

感，甚至导致政治矛盾或抗争。但是，在转型期的中国，研究者理解和把握公众政治态度和行为，

最需要高度重视的维度恰恰是时间比较维度。在客观不平等—相对剥夺感—社会不稳定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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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中，纵向获得感的加入，更新了人民看待经济发展造成的客观不平等不平衡的视角，改变了

人民的相对剥夺感的强度，缓解甚至相当程度上化解了不平等不平衡引发的群众不稳定心理，使

得广泛受益的个体倾向于认同这种不平等的暂时性和机会平等的现实性，从而构建了客观不平

等—获得感( 纵向获得感 + 横向获得感，其中纵向获得感 ＞ 横向获得感) —社会稳定意识相互作

用的中国政治的新颖辩证逻辑和经济社会政治发展机理。
近年中国政治文化研究中一再提及的中国公众的实质性民主观和高度政治信任，是这一逻

辑的本质概括和具体体现。如同休谟( David Hume) 指出的那样，从心理上说，只要大众乐于接

受政府及其行为带来的良好效果，就等同于对政府及其行为表示了认可。① 公众只要能从既有

的社会制度体系中 获 益，那 么，这 些 社 会 制 度 就 获 得 了 合 法 性，这 就 是 结 果 主 义 的 合 法 性

( consequentialist legitimacy) 强调的互惠性。显然，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以及改革开

放创设的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和国家治理机制，使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使得人民持续受益，由

此使得人民心理上秉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公正性评判和高度政治信任，使得人民政治

稳定意识持续强化，从而构成了我国持续政治稳定的民心基础。这一民心基础反作用于社会政

治，持续强化社会稳定，为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进一步强化了人民的获得感，形成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历史辩证法。
中国传统文化有训，自古及今，得民心者得天下。今天，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社会稳定关系

的生动鲜活实践和内含的新颖辩证逻辑进一步表明，得人心者，稳天下并定天下，进而得以有效

地治天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条件下，这种辩证逻辑，正是当代中国治理模式的内在逻

辑。新时代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真谛和机理，就是以人民为中心，按照社会公平

正义的要求，使得经济社会发展更加充分、更加均衡和平等，使得人民的获得感进一步持续增强，

使得人民民主进一步广泛、真实和管用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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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China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in moderniza-

tion． Meanwhile，the problem of inadequate imbalances in development has gradually emerged，but
our social and political order has remained stable．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conomy and
social politics in China's modern development is undoubtedly a huge impact on the traditional develop-
ment theory of the West． The essential reason is that the ruling party adheres the path of socialism roa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and lies in the strategic and effective measures． In the practice，these
fundamental principles，strategic guidelines，and practical measures of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are func-
tioning through various mechanisms． This paper starts from the subjective perception of citizens and
takes the people's relative acquisition as the main variable，then rethink the traditional logic of objec-
tive inequality - relative deprivation -social instability，and constructs the logic of objective inequality
- relative acquisition -social stability． Based on three waves of national sampling survey data，this pa-
per finds that the social stability perception of the Chinese public does not actually depend on the rela-
tive deprivation generated by the so-called social comparison dimension of traditional theory，but more
depends on the temporal comparison dimension，temporal relative acquisition． Based on the causal in-
ference method of generalized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this paper confirms that the improvement of
temporal relative acquisition can generally promote the social relative acquisition and the corresponding
improvement of social stability perception． The innovation of this paper lies in the revealing the mecha-
nism of sustainable social stabili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mbalance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eople's interests and political subjective per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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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yberspac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channel for citizens to participate in public af-
fairs． Netizens are a group that cannot be ignored in the trend of public opinion． The government hopes
to ease the emotions of netizens through response and intervention． However， in practice， the
government's response may not be able to achieve good results，and even exacerbate the outbreak of
conflicts，leading the netizens' focus of public opinion to the government itself，resulting in the lack of
government credibility． Based on the analysis and mining of the big data of the“Snow Village”event，
this paper deeply analyzes the case from the process perspective，and uses the theme and emotion of
the netizens' commentary to construct a feedback map of the netizens' response to the government in the
internet group crisis event． This paper divides the data text into two stages : before and after govern-
ment intervention，and finds out that there is a logical interaction deviation between government re-
sponse and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The deviation between government control and netizens' demands，
between the lag of government response and the primacy effect，and between proper performance of 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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